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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政治” 下的法律之治

———以 《贞观政要》 中的国家治理观为中心

景风华*

摘 要： 《贞观政要》 作为中国帝制时代国家治理的范本， 将 “君道” 置于 “贤

人政治” 的逻辑起点， 要求君主心存百姓， 拣择贤臣， 去除苛法， 从而实现自上而下

的良善治理。 在国家治理的本体论和功能论层面， 充分借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 “本用”

观， 在政治实践中逐步实现从 “仁义为本， 刑罚为末” 向 “德礼为本， 刑罚为用” 的

转变， 并提出条文简约、 刑罚宽平、 法律稳定的实用主义主张。 在人与法的关系问题上，

主张由高素质的官员教化民众的同时， 本着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来填补法律规则的漏洞或

修正个案的不正义， 并以法度来制约统治者及司法者的喜怒爱憎及好恶私情， 避免主观

擅断， 从而达成了礼与刑、 人与法的微妙平衡， 构建起古代中国的正统法律观。

关键词： 贞观政要； 国家治理； 贤人政治； 德本刑用

“贞观之治” 是中国帝制社会最为人所称道的高光时期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与房玄

龄、 杜如晦、 魏征等名臣和衷共济， 共同开创了大唐盛世， 代表着传统中国国家治理

的最高水平。 记载贞观年间君臣政治主张与治国理念的典籍 《贞观政要》 也因此被后

世统治者视为国家治理的教科书。 在国家治理这项融民生经济、 赋税财政、 军事战略、

道德人心、 制度建设为一体的系统性工程当中， 运用法度经纬其民， 将君主、 臣僚、

百姓统合成一个良性互动的整体自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贞观政要》 则系统阐释了

儒家法律观下儒法交融的治理理念， 其所诠释的法律观念与政治实践相互转化， 不仅

构筑起古代中国的正统法律观， 也成为中华法系的思想支柱。

论述以唐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正统法律理念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 无论是中国

法制史的教科书， 还是专家学者的著述， 都从各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过为数众多的阐

释。 本文则试图以国家治理的整全性视角为切入点， 在精读 《贞观政要》 文本的基础

上， 以 “贤人政治” 的运作逻辑为基本脉络， 对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予以解析， 厘清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观和法律观在经历了长期的理论积淀和政治经验

后逐渐定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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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政治” 下的法律之治

一　“贤人政治”下的国家治理逻辑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以君主自身的政治素养和德行操守为逻辑起点， 然后及于臣

僚和百姓， 力图实现自上而下的良善治理。 魏征在同唐太宗讨论 “君乱于上、 臣治于

下” 与 “臣乱于下、 君治于上” 两种状况何者更糟糕时就明确指出， 倘若君王昏暴，

忠谏不从， 纵有百里奚、 伍子胥这样忠直贤能的大臣辅佐， 国家终不免败亡； 而君主

严明， 明断是非， 对作乱的臣下诛一劝百， 国家自可大治。① 故而， 《贞观政要》 的第

一章为 “君道”。

而对于 “君道” 的根本， 《贞观政要》 开宗明义指出： “为君之道， 必须先存百

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 犹割股以啖腹， 腹饱而身毙。 若安天下， 必须先正其身， 未

有身正而影曲， 上治而下乱者。 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 皆由嗜欲以成其祸。 若耽

嗜滋味， 玩悦声色， 所欲既多， 所损亦大， 既妨政事， 又扰生民。 且复出一非理之言，

万姓为之解体， 怨雠既作， 离叛亦兴， 朕每思此， 不敢纵逸。”②

唐太宗强调， 人君首先要清楚君主、 国家与人民三者的关系， 即 “君依于国， 国

依于民”。③ 人民是国家的基础， 君主又依托国家而设。 明确了人民的 “根本” 地位以

及国与君的依存关系之后， 君主就应当像栽树一样治国， 通过轻徭薄赋、 清静无为的

政策， 保证 “根” 的稳固与滋养， “本根不摇， 则枝叶茂荣”。④ 反之， 如果君主通过

盘剥人民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就会带来 “欲盛则费广， 费广则赋重， 赋重则民愁， 民

愁则国危， 国危则君丧”⑤ 这一系列恶劣的连锁反应， 犹如杀鸡取卵、 割肉充腹， 终不

免灭亡。 在亲身经历了强盛富庶的隋朝因炀帝索求无度而亡国的教训之后， 唐太宗反

复强调人君心存百姓的重要性， 提醒自己及后世君主收敛自己的欲望。

在贤人政治模式下， 君主先正其身， 然后便可求访贤臣。 唐太宗曾指出 “为政之

要， 惟在得人”，⑥ 这是化用了 《礼记·中庸》 “为政在人” 的说法， 结合 《礼记》 的

注疏，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 君主实行善政， 百姓自然会拥从他。 而君主想要实行善政，

关键在于得到贤人的辅佐。 所谓 “人存政举， 人亡政息”， 指的就是贤人之于治国的重

要性， “若位无贤臣， 政所以灭绝也”。 而获得贤臣的途径是 “取人以身”， 意为只有

明君才能得人， “明君欲取贤人， 先以修正己身， 则贤人至也”。⑦ 故此， “明君” 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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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参见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1，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第 22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1， 第 1 页。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 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1， 第 22 页。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 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7，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第 219 页。
（汉） 郑玄注、 （唐） 孔颖达正义 《礼记正义》 卷 52，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第 1440～ 1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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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评论 （2021 年第 2 卷·总第 17 卷）

人政治的起点， “贤臣” 则是贤人政治的关键， 是连接君主与人民的枢纽， 也是一个国

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核心因素。 唐太宗亦多次表示： “能安天下者， 惟在用得贤才”；①

“今所任用， 必须以德行、 学识为本”。②

不过， 选人用人还涉及多个层面的问题。 晋法家将 “天威难测” 的帝王心术作为

君主考验群臣、 培植亲信， 加强自身权威、 震慑臣民的手段之一。 然而， 这种行径或

可收一时之效， 却会对整个政治生态产生根本性破坏。 当君主阴晴不定、 生杀无度时，

官员轻则明哲保身， 重则投机钻营， 从而导致忠良隐退、 奸佞当道， 给国家的统治根

基带来毁灭性影响。 因此， 唐太宗反对君主用诈术去试探大臣。 他指出： “君， 源也；

臣， 流也。 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 不可得矣。 君自为诈， 何以责臣下之直乎！ 朕方以

至诚治天下， 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 常窃耻之。”③ 虽然他也曾用 “钓

鱼执法” 的方式抓捕过接受贿赂者， 但因裴矩对这种 “陷人于法” 的行为予以批评而

终止。④

如果不能用藏于心中的帝王之术来检验群臣， 那么又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大臣

的忠奸并实现对臣下的有效制约？ 魏征在给唐太宗的上疏中提出 “六正六邪” 的识人

之法， 建议太宗以 《礼记》 “权衡诚悬， 不可欺以轻重。 绳墨诚陈， 不可欺以曲直。 规

矩诚设， 不可欺以方圆。 君子审礼， 不可诬以奸诈” 之道察知臣下之情伪， 又 “设礼

以待之， 执法以御之， 为善者蒙赏， 为恶者受罚”， 则大臣无不尽力效忠。 魏征还批评

当时的政治 “是非相乱， 好恶相攻。 所爱虽有罪， 不及于刑； 所恶虽无辜， 不免于罚。

此所谓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者也， 或以小恶弃大善， 或以小过忘大功”， “赏不以

劝善， 罚不以惩恶”， 是以未能得人。 如果做到 “赏不遗疏远， 罚不阿亲贵， 以公平为

规矩， 以仁义为准绳， 考事以正其名， 循名以求其实， 则邪正莫隐， 善恶自分， 然后

取其实、 不尚其华， 处其厚、 不居其薄”， 自能取得 “进忠良， 退不肖” 的效果。⑤ 简

而言之， 就是开诚心、 布公道， 循名而责实。

明君拣择贤臣， 希望其能将良善之治下达给民众， 并对民众进行有效的道德教

化。 同时， 也希望贤臣能够匡正君主的过失， 阻止君主因一时冲动而造成灾难性后

果。 受限于传统中国君主制的政治统治形式， 对君主的制约主要依靠柔性的力量。

除了天理、 人心、 祖制等因素外， 大臣的劝谏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因此， 唐太宗

特别重视纳谏。 他吸取隋炀帝自以为精明能干， 护短拒谏以至于亡国的教训，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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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3，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第 93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7， 第 219 页。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 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参见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 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3， 第 96～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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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政治” 下的法律之治

“人欲自照， 必须明镜； 主欲知过， 必藉忠臣。 主若自贤， 臣不匡正， 欲不危败， 岂

可得乎？” ① 然而， 要实现求谏与纳谏并不容易， 正所谓 “忠言逆耳”， 普通人尚且会

对批评感到不悦， 更何况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加之 “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 喜则滥赏

无功， 怒则滥杀无罪”，② 劝谏的忠言如果惹怒了帝王， 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许多大臣

会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选择缄默。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 唐太宗努力改变自己过于威严

的形象， 温和对待进言的大臣。 纵使听到不合心意的言论， 也不以为忤， 更不会当场

出言斥责， 唯恐进谏者因此心怀恐惧而不敢再言。 上述理念在实践层面的落实， 使得

太宗朝名臣辈出， 唐太宗被后世视为善于纳谏的楷模， 贞观君臣也成为历史上君正臣

贤的典范。

二　“仁义为本”基础上的刑罚地位

唐太宗既以存百姓为君道之要， 而有损民生的苛政， 除了横征暴敛之外， 还有严

刑峻法。 故而自西汉以来， 约法省禁通常与轻徭薄赋政策搭配使用。 唐太宗亦不止一

次地强调过专任刑法的危害以及仁义为先的治国理念， “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

国祚延长， 任法御人者， 虽救弊于一时， 败亡亦促”；③ “为国之道， 必须抚之以仁义，

示之以威信， 因人之心， 去其苛刻， 不作异端， 自然安静”。④

对于施行仁政与减少犯罪、 省禁刑罚的关系， 贞观君臣的论述主要围绕两方面来展

开。 其一， 施行仁政意味着轻徭薄赋、 休养生息，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犯罪率自然降

低。 在天下初定、 贼盗蜂起之时， 唐太宗曾与群臣商讨如何消弭贼患。 有人提议用重法

予以打击。 太宗否决了这一提议， 认为 “民之所以为盗者， 由赋繁役重， 官吏贪求， 饥

寒切身， 故不暇顾廉耻耳。 朕当去奢省费， 轻徭薄赋， 选用廉吏， 使民衣食有余， 则自

不为盗， 安用重法邪？”⑤ 这一论述与管子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的逻

辑一脉相承， 指出苛捐杂税和官吏盘剥所导致的人民穷困才是其铤而走险、 违法犯罪

的根本原因， 并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前提条件。 通过施行仁政，

使人民先富起来， 从经济基础层面减少犯罪的诱因。⑥ 这一法律理念落实之后， 果然取

得了巨大成效， “自是数年之后， 海内升平， 路不拾遗， 外户不闭， 商旅野宿焉”。⑦

其二， 仁义为先的政策在贤人政治的逻辑下展开， 意味着圣明的君主善择仁爱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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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2，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第 46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2， 第 49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第 149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49 页。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 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白居易也指出贫穷是犯罪的原因， 应通过 “富其民” 来预防犯罪。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 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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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评论 （2021 年第 2 卷·总第 17 卷）

下的官员， 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开展道德教化， 达到使治下百姓明礼仪、 厚风俗的目

的。 民众道德修养提升， 自然不会作奸犯科。 这是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 也是唐代法

律理念的精髓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贞观十一年 （637）， 魏征在给唐太宗

的上疏中指出： “圣哲君临， 移风易俗， 不资严刑峻法， 在仁义而已。 故非仁无以广

施， 非义无以正身。 惠下以仁， 正身以义， 则其政不严而理， 其教不肃而成矣。 然则

仁义， 理之本也； 刑罚， 理之末也。 为理之有刑罚， 犹执御之有鞭策也， 人皆从化，

而刑罚无所施； 马尽其力， 则有鞭策无所用。 由此言之， 刑罚不可致理， 亦已明矣。”①

在魏征看来， “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 是因为德礼重在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导民

向善， 其所作用的对象是人心。 心乃人之本， 心性在潜移默化的道德熏陶中变得纯良，

就能从根源上远离罪恶， “心情苟正， 则奸慝无所生， 邪意无所载矣”， “民相爱， 则无相

伤害之意； 动思义， 则无畜奸邪之心。 若此， 非律令之所理也， 此乃教化之所致也”。②

而刑罚的作用对象是行为， 行为乃人之表象， 纵然人民会因畏惧刑律的惩罚而克制犯罪

的冲动， 但终究只能起一时之效。 更有甚者， 会想方设法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生出

各种钻法律空子的奸邪巧诈之事， 使得人心越来越浇薄。 长此以往， 仁义为本和专任刑

法的治国方略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忠厚积， 则致太平； 浅薄积， 则致危亡”。③

当贞观君臣在进行法理思辨时， 的确会存在偏重前者而对后者予以贬低的现象，

比如魏征对于仁义与刑法的关系可以用 “仁义为本， 刑罚为末” 来概括。 “本” 与

“末” 位于同一个评价体系中， 地位则有云泥之别。 甚至在极端情况下， 可以不需要

“末” 的存在。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种情况， 魏征还以策马为例， 指出刑罚与治国相当

于鞭子与马匹的关系， 如果马已经尽力跑得飞快， 就用不着动用鞭子。 同理， 如果人

人都深明礼义廉耻， 自然也用不着动用刑法， 这就是传统儒家经典中所说的 “刑措而

不用” 的理想境界。 故而， 魏征得出了 “刑罚不可致理” 的结论，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贬低了法律对于治国理政的作用。 不过， 理论阐述难免有所偏向， 国家政典则对刑法

的作用有着更加务实的描述。

在继承了 《贞观律》 而达成中国古代律典最高成就的 《唐律疏议》 中， 开篇即以

疏解的形式讲： “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 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④ 这

句话是对中国传统德刑关系最经典的表述之一， 其将德礼喻为早晨和春天， 将刑罚喻

为傍晚和秋天， 德礼的作用在于教化万民， 刑罚的作用在于禁奸除恶。 二者相须相成，

缺一不可， 只有统合起来， 方合于天地运行之大道， 才能构建起承平之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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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71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71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71 页。
（唐） 长孙无忌等： 《唐律疏议·名例》 序疏， 中华书局， 1983，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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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政治” 下的法律之治

“体用论” 或 “本用论” 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蕴最深刻、 最丰富的范畴之一。 所

谓 “凡天地万物， 皆有形质， 就形质之中， 有体有用。 体者， 即形质也； 用者， 即形

质上之妙用也”。① 它兼顾本体论与功能论， 充分认识到事物的两面性与统一性， 又演

化出 “理一分殊” 的思想。 因此， 《唐律疏议》 对作为 “政教之用” 的刑律的必要性

和形而上学意义予以充分阐释， 指出： “夫三才肇位， 万象斯分。 禀气含灵， 人为称

首。 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 因政教而施刑法。 其有情恣庸愚， 识沈愆戾， 大则乱其区

宇， 小则睽其品式， 不立制度， 则未之前闻。 故曰： ‘以刑止刑， 以杀止杀。’ 刑罚不

可弛于国， 笞捶不得废于家。”② 与魏征的阐释不同， 《唐律疏议》 认为立刑罚与施政

教并行不悖， 并且指出， 由于人的品性不同， 想要人人都达到君子的高度并不可行。

为了防止资质愚钝或本性暴戾的小人作奸犯科， 破坏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设

立法度就成了必不可少之事。 此外， 设立刑法也不与大道相违背， 圣人 “观雷电而制

威刑， 睹秋霜而有肃杀， 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 平其徽纆而存乎博爱， 盖圣王不获已

而用之”。③ 刑罚的设置同样符合天理， 是于国于家都不可废弛的必要惩戒手段。

但是， 德与刑不可偏废并不意味着二者在质性上的对等。 其中， “德” 象征着天地

运行和国家统治的光明面， “刑” 则是事物的阴暗面。 故而， 德礼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

价值， 是目的； 刑罚是治国理政的工具性价值， 是手段。 手段服务于目的， 而不是相

反。 因此， 对中国传统法律治理观念最为合适的概括是 “德礼为本， 刑罚为用”， 简称

“德本刑用”。 与 “仁义为本， 刑罚为末” 皆在本体论上区分高下不同， 也与 “德主刑

辅” 皆在功能论上区分主次不同， “德本刑用”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区分了目的与手段，

但在功能论上未必有差等， 刑罚的使用情况需要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来决定， 即 “时

遇浇淳， 用有众寡”。 所以， 用 “本用” 关系或 “体用” 关系来概括中国大一统时期

的经典德刑观念更为恰当。④

三　实用主义下的法律美德

以仁义、 德礼为本的法律原则体现在立法层面， 即法令简约、 刑罚宽平。 简约主

义立法原则源于黄老道家之学。 老子认为 “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 理想的法律状态是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用 “网” 作为 “法” 的喻体是颇有深意的法律文化现象，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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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唐） 李鼎祚： 《周易集解》 卷 14，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 长孙无忌等： 《唐律疏议·名例》 序疏， 第 1 页。
（唐） 长孙无忌等： 《唐律疏议·名例》 序疏， 第 1 页。
法律史学界长期以来习惯用 “德主刑辅” 来概括中国古代的德刑关系， 但这一说法并不能很好地阐释中

国古代法律理念的丰富内涵和多层次性。 参见李德嘉 《 德主刑辅说之检讨》，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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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评论 （2021 年第 2 卷·总第 17 卷）

条不是越多越好， 法律所约束的事项也不是越细越好， 而是应当像一张正常的渔网一

样， 抓大放小， 如魏征所言， “凡立法者， 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 乃以防奸恶而救祸

患， 检淫邪而内正道”，①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民的双重功效。 这与

现代刑法的谦抑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否则， 便同秦法一般， 力图将民众的一举一动皆

纳入法律的框架当中， “诸产得宜， 皆有法式”， “事皆决于法”， 最终导致 “秦法繁于

秋荼而网密于凝脂”。 繁和密很恰切地概括了秦法的特点， 一是律令繁多， 条文繁杂，

法律数目激增。 二是法网严密， 无论大罪还是小过， 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再与重刑

主义相配， 使得民众动辄得咎， “赭衣塞路， 囹圄成市”，② 过于严酷的刑法和高压的统

治术成为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初推崇黄老之学， 与休养生息的政策相统一， 在法律层面实行约法省禁的方针。

即使在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思想以后， 简约主义立法原则依然在历代律令的制定中发挥

着主导作用。 从九章律到曹魏新律、 晋律、 北齐律、 开皇律， 都是在继承前朝法律的

基础上不断蠲削烦苛、 删繁就简， 立法技术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有了长足进步， 最

终唐律形成了 12 篇 502 条的格局， 以其文字简洁、 条文精炼、 结构严谨成为中国乃至

世界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

唐初对于法令简约的必要性的论述主要从实用主义角度来展开。 唐太宗指出： “国

家法令， 惟须简约， 不可一罪作数种条。 格式既多， 官人不能尽记， 更生奸诈， 若欲

出罪即引轻条， 若欲入罪即引重条， 数变法者， 实不益道理， 宜令审细， 毋使互文。”③

这说明法令简约与法律清晰明确相辅相成， 有助于避免法律条文的交叉与重复。 否则，

不仅在客观上不便于官员的记忆， 使其在工作中容易出现失误， 更为官员主观上曲解

法律、 上下其手提供了便利条件。 《汉书·刑法志》 亦表达过这样的弊端。 由于汉武帝

阳儒阴法， 任用酷吏， “文书盈于几阁， 典者不能遍睹”， 导致 “罪同而论异” 的现象

频发， 更有 “奸吏因缘为市， 所欲活则傅生议， 所欲陷则予死比”。④ 对于百姓来说，

了解如此之多的法律更是绝无可能， 因而陷罪者众多。 只有法律简明晓畅， 才能为人

所共知， 起到知法守法、 减少犯罪的目的。

此外， 刑罚宽平意味着刑罚即使在不得已而用之时， 也要充分体现轻刑慎罚的原

则。 唐初在立法时务求仁恕宽厚， “削繁去蠹， 变重为轻者， 不可胜纪”，⑤ 不但删除了

大量死刑条款， 实现了刑罚的轻缓化， 还对死刑案件规定了更加严格、 规范和审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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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71 页。
（汉） 班固著、 （唐） 颜师古注 《汉书·刑法志》， 中华书局， 1962， 第 1096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8，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第 251 页。
（汉） 班固著、 （唐） 颜师古注 《汉书·刑法志》， 第 1101 页。
（五代） 刘昫： 《旧唐书·刑法志》， 中华书局， 1975， 第 2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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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政治” 下的法律之治

复核程序， 唐律也因此被赞誉为 “出入得古今之平”。

在法律实施方面， 唐代非常重视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 唐太宗多次强调的 “诚

信” 的政治品质中就包括法律诚信。 他以 《尚书》 “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 弗惟反”

为宗旨， 以汉高祖、 萧何 “制法之后， 犹称画一” 为榜样， 要求 “今宜详思此义， 不

可轻出诏令， 必须审定， 以为永式”。① 也就是说， 立法时应当审慎， 不轻易制定新的

法令； 法令一旦制定出来， 就要坚决执行， 不能轻易改变和废止。 只有这样， 才能使

百姓产生稳定的预期， 保证人心与社会的安定。 反之， “诏令格式， 若不常定， 则人心

多惑， 奸诈益生”。② 倘若法律朝令夕改， 百姓无所适从， 必然导致人心涣散， 奸伪丛

生。 而且， 频繁更改法律， 也会导致官吏执法不一， 甚至出现蓄意钻营、 上下其手的

现象， 即唐太宗所说： “法令不可数变， 数变则烦， 官长不能尽记， 又前后差违， 吏得

以为奸。 自今变法， 皆宜详慎而行之。”③

因此， 唐代统治者在修改法律时都采取了相当审慎的态度， 力求制定出来的法律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据 《新唐书·刑法志》 记载， “自房玄龄等更定律、 令、

格、 式， 迄太宗世， 用之无所改变”。④ 唐初的法律理念对法律实践进行了有效指导，

为唐代政治、 经济、 文化的持续稳定和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基本保障。

四　《贞观政要》中的“人”与“法”

1. “贤人之治” 对 “法律之治” 的补充

在中国古代的正统理念中， 德礼之治居于法律之治之前， 而德治又与 “人” 息息

相关， 因此当代学者常用 “人治” 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统治的特点， 并将 “人治” 引

申为统治者或执政者漠视规则， 仅凭自己的情感好恶任意裁断， 以致中国古代 “人治”

观经常以现代 “法治” 观的反面形象出现。 但实际上， 中国传统政论史书与典籍中所

谓的 “人治” 是在贤人政治的前提下展开， 其与 “以人为本” 的政治哲学一脉相承，

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并希望以人性中美好善良的一面来柔化机械僵硬的法律条款，

从而避免法律的某些负面影响。

魏征曾论述了客观实体法的局限性， 对只晓得刻板僵化地套用纸面上法律条文的

“俗吏” 提出了批评， “不择善任能， 而委之俗吏， 既无远度， 必失大体。 惟奉三尺之

律， 以绳四海之人， 欲求垂拱无为， 不可得也”。⑤ 法律不是万能的， 它可能具有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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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8， 第 251 ～ 252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8， 第 251 ～ 252 页。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 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宋） 欧阳修： 《新唐书·刑法志》， 中华书局， 1975， 第 1413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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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评论 （2021 年第 2 卷·总第 17 卷）

性， 可能不够灵活， 可能某项一般性规则在面对某个特殊事例时会得出与普罗大众的

一般常识及朴素的道德情感大相径庭的结论。 当上述情况发生时， 就要求高素质的执

法人员本着对法律精神的理解， 采用有效的法律诠释方法， 用法律原则去填补法律规

则的漏洞或修正个案的不正义， 以维护人民对于法律的信任感。 而 “世俗拘愚苛刻”

之吏对法律的目的、 精神与原则没有高屋建瓴的认识， 对礼法也缺乏融会贯通的理解，

只知死抠法律条文， 不但与治国之道相悖， 而且会放大法律的缺点。

法律不是封闭、 孤立的存在， 而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中国古人尤为重视天理、

国法、 人情的统一， 认为只有上承天理、 下达人情的法律才是良法， 才有可能实现善

治。 贤人之治对法律之治的重要补充之一， 就在于将人情恰当地纳入法律的考量当中，

即魏征所言 “是以为法， 参之人情”。① 现代学者多将 “人情” 与人情请托或 “和稀

泥” 式调解相挂钩， 并将其视为中国实现法治的重大阻碍之一。 而魏征认为， 对人情

持这种理解的是 “世俗小吏”， “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 以为情也者， 取货者也， 立爱

憎者也， 右亲戚者也， 陷怨仇者也， 何世俗小吏之情， 与夫古人之悬远乎？”② 真正的

人情， 是民众善良的感情、 朴素的道德认知、 一般的伦理原则。 对于这种人情， 不但

不应标榜所谓的 “法不容情”， 还应该积极主动地将其纳入司法裁决的考量因素当中，

从而实现法律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贤人之治对法律之治的另一重要补充， 是进行道德建设， 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成

为知廉耻、 守法度的有德之人， 从内心深处实现对礼法精神的高度服膺， 而非仅仅是

因为畏惧刑律的惩罚而小心翼翼地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范。 孔子 “道之以政， 齐之以

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就是对这种原理的最佳总结。

而进行道德建设， 须从施政者自身做起。 基于 “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

之风必偃” 的认识，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素来强调居上位者的德行操守对百姓的影响及

所带来的示范效应， “民蒙善化， 则人有士君子之心； 被恶政， 则人有怀奸乱之虑”；

“遭良吏， 则怀忠信而履仁厚； 遇恶吏， 则怀奸邪而行浅薄”。③ 因此， 官员自身的素质

尤为重要， 这就是孔子所言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的道理。

唐初对贤人之治与法律之治的上述关系认知， 与孟子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

足以自行”、 荀子 “有治人， 无治法” 的观念一脉相承。 与西方政治理念不相信人的观

点相对， 中国传统政治也不迷信制度。 古人认为， 制度制定得再好， 如果缺乏有效的

执行者， 只会出现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的局面， 使良好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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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74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74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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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政治” 下的法律之治

变味， 甚至成为百姓的困扰。 因此， 中国传统政治一直将选拔人才作为重中之重。 贤

臣上可匡正君主， 下可恤养万民， 中可弥补法制之不足， 是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

2. “法律之治” 对 “贤人之治” 的要求

必须承认的是，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实行君主政治， 君主在国家治理当中居于

至高地位， 不但在司法活动中拥有最终裁决权， 且其颁布的诏令也是重要的法律渊源

之一。 由于缺乏刚性条款对君主的权力予以制约， 这种统治形式容易走向专制， 导致

人君可以擅自运用手中的权力杀人活人、 作威作福。 当法律的权威屈从于君王的意志

时， 官吏也会投机钻营， 揣度君王的心思， 视君王的好恶行事， 从而造成对法律秩序

的进一步破坏。 汉代著名酷吏杜周的名言 “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为律， 后主所是

疏为令”① 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体现。 马克斯·韦伯认为， 这种高度集权的家父长制的

统治模式容易导致对规则的漠视以及凭借个人好恶予以个案决疑的司法裁判形式， 从

而使法律带有很强的非理性特征。 这也是他将中国传统法律划入实质非理性法律类型

的根本原因。②

对于居上位者因一时喜怒爱憎而任性行使权力对法律之治所造成的破坏， 贞观君

臣具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他们吸取隋代虽立法完善， 但因弃法毁法而导致速亡的前

车之鉴， 指出维护法律稳定性与权威性的重要性。 而要保证法律信用， 其根本在于君

主对法律的尊重。 唐太宗经常鼓励大臣对自己因个人一时喜怒而决事不如法的行为进

行劝谏， 并及时纠正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错误， “朕比来决事， 或不能皆如律令， 公辈以

为事小， 不复执奏， 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 此乃危亡之端也”。③

唐太宗曾经下敕， 对诈伪资荫而不自首者处以死刑。 后有诈伪者， 大理寺少卿戴

胄仅判处流刑， 唐太宗对此非常不满， 认为这违反了他之前的敕令， 是 “示天下以不

信”。 诚信是唐太宗非常看重的政治品质， 其三令五申 “吾以诚信御天下” “以诚信为

治”， 因此， 即便在戴胄回以 “不敢亏法” 时， 唐太宗依旧质问他： “卿自守法， 而令

我失信耶？” 但是戴胄坚持认为， 法律才是国家的根本信用所在， 而君主的命令常出自

一时喜怒， 当君主的个人信用与法律信用发生龃龉时， 应当退居其次， “法者， 国家之

所以布大信于天下。 言者， 当时喜怒之所发耳。 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 既知不可，

置之于法， 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 若顺忿违信， 臣窃为陛下惜之”。④ 于是唐太宗转怒

为喜， 对戴胄大加赞赏。 除此之外， 唐太宗还对君主因个人情感而破坏法度的行为予

以制度性约束。 在因一时愤怒而杀大臣张蕴古之后， 唐太宗心生后悔， 将死刑复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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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班固著、 （唐） 颜师古注 《汉书·杜周传》， 中华书局， 1962， 第 2659 页。
参见 〔德〕 马克斯·韦伯 《法律社会学》， 康乐、 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第 216～226 页。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 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 39，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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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评论 （2021 年第 2 卷·总第 17 卷）

度从一复奏提升至三复奏和五复奏， 以进一步预防司法擅断的发生。

法律之治对君主政治的要求， 除了不能因个人喜怒而破坏法度之外， 还包括不能

因个人爱憎而干扰法度， 即便对于亲信荣宠之人的违法行为也要依律论处， 不可徇私

枉法。 贞观元年 （627）， 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带刀入禁中， 对于如何处置长孙无忌

以及未阻拦长孙无忌的监门校尉， 大理寺少卿戴胄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产生了争论。

唐太宗认为： “法者， 非朕一人之法， 乃天下之法。 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 便欲挠法

耶？”① 下令大臣重新审议此事。 虽然最后长孙无忌的行为依然被定性为 “误”， 并因

其享有制度性特权而以赎论， 但由于戴胄的坚持， 监门校尉的行为亦被定性为 “误”

而免除死罪， 从而保障了法律的一致性。 贞观九年 （635）， 秦王府旧臣高甑生身犯重

罪， 已根据制度性特权减死从流， 但仍有人建议唐太宗免其罪责。 对此， 太宗指出：

“理国守法， 事须画一， 今若赦之， 使开侥幸之路。 且国家建义太原， 元从及征战有功者

甚众， 若甑生获免， 谁不觊觎， 有功之人， 皆须犯法。 我所以必不赦者， 正为此也。”②

即使是主张仁义为治国之本的魏征， 也认为如果统治者做不到专尚仁义， 就应该

惯行管子所言的法律之治， “圣君任法不任智， 任公不任私”。 在魏征看来， 公正无私

是法律之治最重要的品质， “贞观之初， 志存公道， 人有所犯， 一一于法。 纵临时处断

或有轻重， 但见臣下执论， 无不忻然受纳。 民知罪之无私， 故甘心而不怨； 臣下见言

无忤， 故尽力以效忠”。③ 徇私任情则是法律之治最大的阻碍， 纵使此时法律宽松， 但

若统治者将其个人偏私夹杂其中， 致使裁决不公， 则会招致百姓更大的不信任与怨恨。

“顷年以来， 意渐深刻， 虽开三面之网， 而察见渊中之鱼， 取舍在于爱憎， 轻重由乎喜

怒。 爱之者， 罪虽重而强为之辞； 恶之者， 过虽小而深探其意。 法无定科， 任情以轻

重； 人有执论， 疑之以阿伪。 故受罚者无所控告， 当官者莫敢正言。 不服其心， 但穷

其口， 欲加之罪， 其无辞乎？”④

此外， 贞观君臣还对法律与赦宥的关系予以论证。 适时的 “赦小过” 在早期儒家

的论述中是施德缓刑的一种表现方式， 与抓大放小的仁政理念相统一。 不过后来， 颁

行大赦逐渐成为君主彰显仁德和昭示皇恩浩荡的统治术。 由于肆赦会破坏法度， 使原

本有罪当刑之人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更会导致潜在的犯罪人心存侥幸， 从而使法律

的威慑力大打折扣， 因此肆赦为齐法家所反对。 管子曾指出： “赦出则民不敬， 惠行则

过日益……凡赦者， 小利而大害也， 故久而不胜其祸。”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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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64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8， 第 244 ～ 245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72 ～ 173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5， 第 172 ～ 173 页。
（春秋） 管仲： 《管子》 卷 6， 四部丛刊景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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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政治” 下的法律之治

唐太宗对于大赦的态度与管子颇为类似， 认为赦宥的受益人是有不轨之行的 “愚

人”， “天下愚人者多， 智人者少， 智者不肯为恶， 愚人好犯宪章。 凡赦宥之恩， 惟及

不轨之辈”， 故而大赦是 “小人之幸， 君子之不幸”。 如果人君滥施私惠、 罔顾公法，

就是 “谋小仁者， 大仁之贼”。① 因此， 唐太宗宣称自己 “绝不放赦”， “吾闻语曰：

‘一岁再赦， 好人暗哑’。 吾有天下， 未尝数赦者， 不欲诱民于幸免也”；② “将恐愚人

常冀侥幸， 惟欲犯法， 不能改过”。③

当然， 唐太宗在位期间并非全然没有进行过大赦， 但他确实对恩赦的施行非常慎

重， 而且大赦天下往往是因为蝗灾、 旱灾等自然灾害， 这也符合前文所述的在民不聊

生之际更应施行仁政的理念。 此种因百姓而施行的大赦可谓之 “公”， 但因统治者个人

诉求而实施的大赦则谓之 “私”， 这是唐太宗及长孙皇后尤为反对的。 在长孙皇后病危

之际， 太子李承乾建议用赦免囚徒的方式为皇后祈福祛病。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 受佛

教功德报应思想的影响， 赦囚又被视为统治者积德消灾的方式之一。 但是， 长孙皇后

以 “赦者， 国之大事； 佛道者， 示存异方之教耳， 非惟政体靡弊， 又是上所不为， 岂

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 为由断然拒绝了此项提议。④ 其核心精神仍在于不能因私人问

题而破坏公法。⑤

综上所述， 贤人政治绝非脱离规则的任意裁断， 恰恰相反， 它非常强调规则的重

要性和恪守法律的必要性， 注重秉公执法， 排斥喜怒爱憎等私情对法律的干涉， 遵循

法度是贤人政治的应有之义。 但同时， 它又反对机械地死抠条文和过度执法， 主张司

法裁判应当参详朴素的道德认知、 一般的伦理原则等善良情感。⑥ 这样微妙的平衡， 唯

有心怀正义、 深明礼法的贤德君子方能达成， 故而中国传统法理才对执法者有更多道

德要求。 即使在以法为本的当今社会， 上述观点仍有值得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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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8， 第 250 页。
（宋） 欧阳修： 《新唐书·刑法志》， 第 1412～ 1413 页。
（唐） 吴兢： 《贞观政要》 卷 8， 第 251 页。
参见 （后晋） 刘昫 《旧唐书·长孙皇后传》， 中华书局， 1975， 第 2166 页。
关于恩赦与皇帝统治的问题， 可参考陈俊强 《皇权的另一面： 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7。
因此， 黄宗智认为用 “实体理性” 来描述中国传统法更为合适。 参见黄宗智 《道德与法律： 中国的过去

和现在》， 《开放时代》 2015 年第 1 期。


